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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对组织内部的生产关系和协同网络进行了颠覆及重塑，为提升员工创造力提供了新思路。员工

作为信息阐述的主体，对外部信息的吸收和利用对创造力提升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取

决于个体搜索整合信息的认知过程。鉴于信息获取困难和信息冗余的普遍问题，人工智能的引入可以更

好地解释员工信息深度加工过程与创造力的形成。基于注意力基础观理论，构建了以个体信息深度加工

为中介和自我决定为调节的理论模型，对人工智能使用和员工创造力之间的影响路径进行解释。通过对

人工智能使用程度较高的几家国企、私企和外企等中的294名员工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结果发现：人工

智能使用能够显著提升员工创造力；员工信息深度加工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起着中介作用；自我决定正向

调节人工智能使用和信息深度加工的关系，当员工的自我决定较高时，更能通过信息深度加工过程提高

创造力。本研究在促进人工智能使用、推动信息深度加工以及提升员工创造力方面，为组织和员工提供

了具有参考价值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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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 has subverted and reshaped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collaborative networks within organiza-
tions, providing new ideas for the enhancement of employee creativity. As the leading role in infor-
mation elaboration, employees’ absorption and utilization of external information play an indis-
pensable role in enhancing their creativity, which depends to a certain extent on the cognitive pro-
cess of individual information searching and integration. Faced with the common problems of diffi-
culty in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information redundancy, the usage of AI can better explain the 
process of employee information elabor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creativity. Based on the Atten-
tion-Based View theory, the study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that is mediated by information 
elaboration and is moderated by self-determination to explain the influence pathway between AI 
usage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In the study, 294 employees of several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ri-
vate enterprises and foreign enterprises with a high level of AI usage were surveyed, the research 
findings show that AI usage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employee creativity; employee information 
elaboration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is process; self-determination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 AI usage and information elaboration, and that when employees’ self-determi-
nation is high, they are more able to enhance their creativity through information elabora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a valuabl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recommendations for organizations and 
employees in promoting AI usage, facilitating information elaboration, and improving employee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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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家《“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进一步强调要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随着云计算、物联网和移动终端的飞速发展，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已快速融入工作、生活等各

环节，正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员工创造力作为创新行为的基石，对于组织的积极影响一直以来得到了

广泛认可，为组织持续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是组织在动态的商业环境中取得成功的重要资产[1]。
而在数字经济时代下，组织在寻求创新时，对知识的使用必然与其吸收和利用外部信息的能力有关[2]，
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员工搜索和挖掘与任务相关信息的认知过程[3]。人机的深度融合，构成了员工参

与更多信息阐述的关键背景，如何促进员工信息深度加工从而提升创造力，成为组织创新发展的焦点。

然而，信息过载是当今社会的普遍问题[4]，海量信息越来越难以通过集中化的方式获取[5]，同时，在信

息冗余的组织情境中，决策流程所依赖的稀缺资源已不再是信息，而是转变为注意力，个人与组织发展

的核心因素在于能否对有限的注意力资源进行合理且高效的配置[4]。基于此背景，人工智能的引入可以

更好地解释员工信息深度加工过程与创造力的形成，探究人工智能使用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机制和边界

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迄今为止，大多数管理和经济学研究都提出使用人工智能在复杂市场中促进经济增长、改善分配和

协调的好处[6]，数字技术凭借其更具包容性、即时性和互动性的数据处理优势[7]，在经济价值转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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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了积极的成效。然而，有部分学者注意到，人工智能本质是对企业内部互动协同关系网络的重塑，

机器学习与员工认知的迭代互动关系给创造力提升提供了新思路。学者进一步基于人机互动视角搭建了

动态交互框架[8]，在企业层面，通过人工智能输出工作职能的创新实践是组织较为关心的问题[9]；在团

队层面，从工作设计、信息处理、决策支持等方面验证了人工智能提升团队创造力的路径。目前，关于

人工智能使用的赋能策略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层面，在个体层面的探索有待进一步深入和细化。 
基于注意力基础观理论，企业行为是组织引导和分配决策者注意力的结果[10]。一方面，人工智能使

用弥补了信息冗余背景下员工注意力的局限性，协调企业的信息处理需求与环境模糊性、复杂性之间的

冲突[11]，另一方面，员工对特定问题分配的注意力强度，决定了他们能否有效发掘利用与过往经验相悖

的信息，人工智能辅助个体在多个信息源中优化注意力分配决策，从而增强创新想法被激活的可能性[12]。
本研究分析了人工智能使用通过促进信息深度加工，进而提升员工创造力的路径。在此过程中，员工的

自我决定可能会构成显著影响，即个体对于发起和调节自身行为感知到可凭借自己意志的程度[13]，因此

进一步将自我决定引入作为调节变量，以此区分信息深度加工因人而异的不同影响过程。本研究试图探

讨：1) 人工智能使用对员工创造力的促进作用；2) 这一促进作用是否被信息深度加工所中介；3) 自我

决定是否调节信息深度加工的过程。以期拓展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研究，同时为组织和员工创新发展提

供实践建议。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 人工智能使用与员工创造力 

人工智能在工作场景中的应用对员工发挥创造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个体创造力由领域相关技

能、创造力相关技能和内部工作动机构成，个体与人工智能的深度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员工掌握

领域新动态、综合信息、自主决策及构建工作流程[14]，从而促进相关技能和动机提升来激发创造力。 
一方面，注意力基础观理论强调个体的注意力资源有限，在信息处理过程中需要减少注意力损耗以

获取和利用相关信息。而在工作场景中，与任务相关且能够被激活的认知元素越多，个体产生创新想法

的可能性就越高[15]，但受限于时间、精力和信息获取渠道，个体对所处环境进行选择性关注。人工智能

使资源获取方式多样化、内容扩大化[16]，其对于重复且高认知需求的任务快速响应的特点，突破了个体

注意力的局限性，更广泛的信息搜索有助于激发员工内部工作动机，提升必要技能，进而提高创造力。 
另一方面，创新过程包含对各种关联因素的重组和方案的选择[17]，注意力基础观理论指出，个体在

复杂的信息环境中需要对信息进行有效的整合和筛选，以做出合理的决策。人工智能的介入极大提升了

知识的可及性[18]，可以更好地推动问题和解决方案的探索[19]，为创造力所需的自主性和胜任力提供情

境注意力[20]。人工智能通过对收集到的大量信息进行分类、整理和分析，识别出信息之间的关联模式，

为个体产生创造性想法提供支持。人工智能处理信息的深度有助于员工更好地整合信息来提升决策质量，

通过相关技能的提高，进而提升创造力。由此可见，人工智能使用对员工创造力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H1：人工智能使用能提高员工创造力。 

2.2. 信息深度加工的中介作用 

信息深度加工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涉及到信息的交换、理解和整合[21]，影响信息深度加工的因素

包含任务信息和决策要求、任务动机以及任务能力三方面。在个体层面，由人工智能赋能信息处理到决

策支持，再向员工自身的任务动机和能力转化，这一外部信息的内化过程中，人机交互越有可能引发信

息和观点的深入和细化，员工参与信息阐述的主体性不断增强，对决策负责的成员因更强的动机和能力

而进行更深入的信息处理。可见，人工智能使用对信息深度加工有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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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基础观理论认为员工在决策过程中为了获取信息不断消耗注意力，注意力在搜寻过程中的分

配左右了最终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与任务相关且能够被激活的认知元素越多，个体产生创新想法的可

能性就越高[15]。在海量信息中，如何拓宽信息搜索渠道，并对冗余信息进行吸收整合是关键所在。信息

深度加工作为一种知识源，不仅能为员工带来新的学习方法，还能促进知识积累[2]，以集中化的方式将

更多注意力焦点聚焦于有价值的信息上，通过对元素的重新排列组合，新颖和有用的想法和创意就由此

诞生了。由此，信息深度加工对员工创造力具有积极的影响。 
通过使用人工智能，员工越能够参与信息深度加工，并且当所需资源在信息深度加工的过程中被满

足，员工的创造力将会得到提升。注意力在此过程中如何被分配影响了创造力的结果，形成了一个“人

工智能使用赋能外部信息内化最终导致个体结果”的过程。综上所述，信息深度加工在人工智能使用和

员工创造力之间起中介作用。 
H2：信息深度加工在人工智能使用和员工创造力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2.3. 自我决定的调节作用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重新定义了与员工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他们如何共同执行任务[22] [23]。
然而即使面对同样的组织环境和人工智能使用水平，不同个体对于自身行为自主性的感知也会有所差异，

即员工自我决定。外部因素对员工激励有一定的作用，但关键在于员工自身形成坚定信念，进而才能影

响其认知、动机，并对决策过程和质量产生影响[24]。基于注意力基础观理论的解释，我们将员工个体的

感知与信息加工处理过程联系起来，个体对自身自主性的感知会影响他们决策的态度和信心程度[25]，这

决定了员工如何通过人工智能来弥补注意力的消耗和再分配，以及是否关注外部资源对于信息处理工作

的支持，在此过程中，员工的自我决定影响了人工智能的赋能程度，从而对信息深度加工的水平产生不

同影响。 
当个体在某项活动中感知到较高的自我决定时，会倾向于进行内部归因，这种对自身行为主导掌控

能力的切实感知，进而会催生更高水平的内部驱动动机[26]。由于自我决定较强的员工对于开展他们的工

作保持积极的态度，且在决策方面具有较高的自主权，在人工智能的外部支持下，员工可感知和可协调

的资源增多，对人工智能的感知有用性和易用性得以增强，有助于推动员工更加主动地利用人工智能参

与到信息处理过程中去，快速应对工作场景的变化，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因此，自我决定较高的员工对

于使用人工智能促进信息深度加工的程度较高。与此相反，自我决定较低的员工在充分认识自我心理需

求以及外界环境信息的基础上，对引入人工智能具有较小的外部支持感知，并引发与自身角色较大的冲

突，人工智能使用要求员工具有较高的自我判断能力，这部分员工认为自身对于决策的可选择空间不大，

则做出的自主性行为选择倾向于对人工智能投入较少的信任，因此，自我决定较低的员工对于使用人工

智能促进信息深度加工的程度较低。 
H3：自我决定正向调节了人工智能使用与信息深度加工之间的关系。即员工的自我决定越高，人工

智能使用与信息深度加工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强。 
随着人工智能使用与信息深度加工之间关系的强化，信息深度加工所起的传递效应也随之增强。当

员工的自我决定程度较高时，个体感知到的自主权较大，则会产生更高的内部动机，从而通过人工智能

使用增强信息的有用性和易用性，更好地参与信息深度加工，激活更多可能产生创新想法的认知元素，

进而提高创造力。反之，如果自我决定程度较低，员工可能会对人工智能产生较小的支持感知或主观回

避，信息深度加工和员工创造力都会随之下降。因此，进一步提出调节性中介假设。 
H4：自我决定正向调节了信息深度加工的中介作用。即员工的自我决定越高，员工信息深度加工的

中介作用越明显，人工智能使用越容易通过信息深度加工提升员工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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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假设，本研究构建的理论模型图如图 1。 
 

 
Figure 1. Theoretical model 
图 1. 理论模型图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样本 

研究对象为有一定工作经验且在组织中使用人工智能开展工作的员工，样本选取了人工智能使用程

度较高的不同类型企业，包含国企、私企和外企等，这些企业的性质不同且信息化程度都较高，调研对

象具有不同的背景特征。在取得被访员工同意后发放问卷，并加以解释说明。数据信息均通过两次调研

来获取，每次之间相隔一个月，并对问卷进行编号，在发放时实现匿名性。在正式调研开始前，先进行

了小范围样本的预调研，初始量表的信效度均通过检验，并根据调查分析结果对原始问卷进行进一步修

改和完善，形成最终的调查问卷。 
在正式调研阶段，采用电子问卷的形式累计发放问卷 324 份，剔除前后矛盾、信息缺失和规律性作

答等 30 份无效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共 294 份，回收率 90.74%。样本数据中男性占比 53.1%；年龄分布

较分散；本科学历占 47.3%，硕士及以上占 43.5%，大专及以下占 9.2%；5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员工占 45.9%，

1 年以下占 33%；员工所在企业性质为民营/私营企业占 33.3%，国有企业占 20.7%，合资/外资企业占

23.8%，也有部分员工所在事业单位或从事自由职业等其他；70.1%是一线员工，18.7%是基层管理者，

11.2%是中高层管理者；人工智能使用年限为 3年以上占比 38.4%，1~3年占比 27.2%，1年以下占比 34.4%。 

3.2. 变量测量 

为了确保信效度，采用的量表均来自经过多次验证的国外成熟量表，并借鉴国内学者在研究中的使

用，结合国内语境及实际情况进行翻译和适当修改，题项均采用 Likert 5 点量表进行测量。此外，将性

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所在企业性质、职位以及使用人工智能年限作为控制变量。 
人工智能使用采用 Tang 等(2022)在 Medcof (1996)基础上改编的 3 个测量题项[14] [27]，如“我使用

人工智能来完成我的大部分工作”，包含完成工作时的使用程度、使用时间以及参与决策三部分，α值为

0.856。 
信息深度加工采用 Li 等(2019)的 4 个测量题项[3]，如“在做出决定前，我尽可能广泛地与团队成员

讨论备选方案”，α值为 0.879。 
员工创造力采用 Tierney 等(1999)的 9 个测量题项[28]，如“我在工作中敢于提出新想法”，通过考

虑员工的特征、认知、内在动机以及与领导者的交互关系等，被测员工要求对九种创造性行为的程度进

行自评，α值为 0.910。 
自我决定采用 Spreitzer (1995)的 3 个测量题项[29]，并借鉴 Chen 等(2022)为适应研究背景对量表进

行的改编[13]，如“我在决定如何完成我的工作方面拥有很大的自主权”，由被测员工自填在工作方式、

工作进度和独立性三个方面的自主权程度，α值为 0.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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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证分析 

4.1. 测量模型 

本研究虽然采用了两时点来收集数据，但是同一调查对象可能存在同源方差的问题，因此，通过控

制未测量的潜在方法因子 ULMC 方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RMR 和 RMSEA 降幅均小于

0.05，CFI 和 TLI 增幅均小于 0.1，与原模型差异并不显著，说明本调研数据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通过 AMOS28.0 对涉及的四个变量进行测量模型检验，结果见表 1。由表 1 可知，四因子模型的各

项指标均通过检验(χ2/df = 2.352, RMSEA = 0.068, TLI = 0.932, CFI = 0.942)，且各检验指标均明显优于其

他任一模型，拟合效果最好，说明各因子间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Table 1. Results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因子结构 χ2/df χ2 df RMSEA TLI CFI 

零模型 A、B、C、D 独立 5.834 886.770 152 0.128 0.757 0.784 

四因子模型 A、B、C、D 相关 2.352 343.406 146 0.068 0.932 0.942 

三因子模型 A + B、C、D 相关 4.057 604.526 149 0.102 0.846 0.866 

三因子模型 A + D、B、C 相关 3.580 533.346 149 0.094 0.870 0.887 

二因子模型 A + D、B + C 相关 4.488 677.762 151 0.109 0.825 0.845 

单因子模型 A + B + C + D 5.725 870.219 152 0.127 0.762 0.789 

注：A 表示人工智能使用、B 表示信息深度加工、C 表示员工创造力、D 表示自我决定；“+”表示变量合并。 

4.2. 相关性分析 

Table 2. Result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2. 描述性统计分析及相关性分析结果 

 均值 方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 0.53 0.250           

2 32.17 89.423 0.515**          

3 2.34 0.411 −0.358** −0.372**         

4 2.64 1.815 0.513** 0.863** −0.461**        

5 2.47 1.110 −0.07 0.033 −0.019 −0.062       

6 1.41 0.468 0.247** 0.380** 0.003 0.384** 0.027      

7 2.04 0.729 0.597** 0.716** −0.331** 0.692** −0.041 0.304**     

8 3.05 1.484 0.407** 0.417** −0.162** 0.315** 0.071 0.167** 0.548**    

9 3.88 0.875 0.144* 0.071 −0.018 0.028 −0.064 0.002 0.170** 0.507**   

10 3.63 0.781 0.283** 0.138* −0.085 0.133* −0.116* 0.088 0.334** 0.577** 0.723**  

11 3.60 0.983 0.298** 0.120* −0.106 0.121* 0.02 0.082 0.271** 0.552** 0.512** 0.669** 

注：1 性别，2 年龄，3 受教育程度，4 工作年限，5 企业性质，6 职位，7 使用人工智能年限，8 人工智能使用，9 信

息深度加工，10 员工创造力，11 自我决定；N = 294；*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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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给出了各变量的均值、方差以及相关系数。相关系数显示，人工智能使用与信息深度加工(r = 
0.507, p < 0.01)、员工创造力(r = 0.577, p < 0.01)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信息深度加工与员工创造力呈显著正

向相关(r = 0.723, p < 0.01)，为本研究的主效应和中介假设验证提供了初步依据。 

4.3. 假设检验 

本研究主要采用 SPSS27.0 进行假设检验，结果见表 3。为保证结果的准确性，在回归分析之前进行

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容忍度均大于 0.1 且 VIF 均小于 10，说明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of main effect, mediating effect and moderating effect 
表 3. 主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员工创造力 信息深度加工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性别 0.279* 0.127 0.167 0.122 0.176 0.010 −0.086 −0.083 

年龄 −0.011 −0.026** −0.016* −0.021** 0.007 −0.008 0.002 0.001 

受教育程度 −0.011 −0.014 −0.023 −0.022 0.018 0.015 0.025 0.011 

工作年限 −0.102 0.027 0.001 0.038 −0.161 −0.021 −0.047 −0.105 

企业性质 −0.080 −0.115** −0.044 −0.064* −0.056 −0.095* −0.097* −0.085* 

职位 0.038 0.036 0.063 0.059 −0.040 −0.042 −0.052 −0.033 

使用人工智能年限 0.432** 0.125 0.270** 0.169** 0.254* −0.081 −0.076 −0.106 

人工智能使用  0.425**  0.174**  0.464** 0.317** 0.287** 

信息深度加工   0.637** 0.542**     

自我决定       0.311** 0.375** 

人工智能使用 ×  
自我决定        0.200** 

R2 0.161 0.386 0.590 0.618 0.055 0.294 0.365 0.411 

Adj R2 0.141 0.368 0.578 0.606 0.032 0.274 0.345 0.390 

F 7.854** 22.361** 51.213** 51.001** 2.400* 14.840** 18.164** 19.710** 

注：N = 294；*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4.3.1. 主效应检验 
如表 3 中的模型 2 所示，人工智能使用对员工创造力呈显著正向影响(β = 0.425, p < 0.01)，假设 1 得

以验证。 

4.3.2. 中介效应检验 
表 3 模型 6 中人工智能使用对信息深度加工呈显著正向影响(β = 0.464, p < 0.01)，并且人工智能使用

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由模型 2 的 0.425 (p < 0.01)降低为模型 4 的 0.174 (p < 0.01)，说明模型 4 加入信息深

度加工后，人工智能使用的影响效应显著降低，中介作用得到初步检验。用 Process 插件进一步对中介结

果进行验证，结果见表 4，基于全样本数据，信息深度加工的间接效应显著([0.175, 0.335])，在人工智能

使用与员工创造力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 59.29%，结果验证了假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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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est results of mediating effect 
表 4.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效应值 Boot SE 
Bootstrap 95% CI 

占总效应比率 
下限 上限 

总效应 0.425 0.042 0.343 0.507  

直接效应 0.174 0.038 0.099 0.249  

间接效应 0.252 0.041 0.175 0.335 59.29% 

4.3.3. 调节效应检验 
模型 8 给出了调节效应的验证结果，构建人工智能使用和自我决定的乘积项，这一乘积项对信息深

度加工呈显著正向影响(β = 0.200, p < 0.01)。进一步以一个标准差为基准，绘制自我决定的调节效应图见

图 2，分析在不同的自我决定水平下，人工智能使用对信息深度加工的促进作用，结果表明，当自我决定

较强时，人工智能使用对信息深度加工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因此假设 3 的调节作用得到验证。 
使用 Process 插件，通过 Bootstrap 方法对假设 4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5。结果显

示，信息深度加工在不同的自我决定水平下所起的间接作用存在显著性差异，在低自我决定水平下中介

效应值为 0.048，在高自我决定水平下中介效应值为 0.263，高低水平差异存在显著性([0.093, 0.227])，且

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显著([0.048, 0.168])，假设 4 有调节的中介作用得以验证。 
 

Table 5. Test results of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 
表 5.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调节变量 效应值 Boot SE 
Bootstrap 95% CI 

下限 上限 

低(−1 SD) 0.048 0.043 −0.033 0.135 

高(+1 SD) 0.263 0.047 0.171 0.356 

差异 0.156 0.034 0.093 0.227 

有调节的中介 0.109 0.030 0.048 0.168 

 

 
Figure 2.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elf-determination 
图 2. 自我决定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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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注意力基础观理论为支撑，形成了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具体结论如下： 
第一，人工智能使用对员工创造力呈显著正向影响。在数字经济深入发展的今天，员工创造力的提

升越来越离不开对于信息的挖掘和处理，人机互动模式弥补了个体有限注意力的不足，为员工提供了新

的灵感和创意。 
第二，信息深度加工在人工智能使用和员工创造力的关系间起中介作用。人工智能使用可以为员工

提供更多的信息和数据，这些数据信息需要通过个体进行信息深度加工，才能转化为有价值的知识和创

意，从而提高员工的创造力。 
第三，自我决定不仅在人工智能使用和信息深度加工的关系间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还起到了正向

有调节的中介作用。在人工智能使用和信息深度加工的关系中，员工行为自主性的感知差异会影响其与

人工智能的互动模式，信息深度加工及其所起的传递效应也随之影响，进一步影响员工创造力。 

5.2. 理论贡献 

第一，丰富和发展了数字经济时代人工智能使用的影响机制，并为员工创造力的前因变量研究提供

了更多的可能性。基于新工作情景和创造力提升的新要求，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完善关于人工智能

赋能机制的研究。 
第二，拓展了注意力基础观的应用场景，尝试性地提出员工信息深度加工这一中介变量，从注意力

的视角揭开了人工智能使用对员工创造力影响的“黑箱”，并丰富了人工智能赋能创造力提升的边界条件。 
第三，从微观视角探究人工智能使用、信息深度加工和员工创造力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集中于人

工智能在宏观层面的赋能机制，本文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5.3. 管理启示 

第一，增强对人工智能的开发和利用，提升专业化、精细化程度。人工智能在现有组织中的利用效

率和专业化程度普遍偏低，市场上也缺乏深耕不同行业进行精细化学习的机器，时常无法发挥出人工智

能的实际决策作用。针对此现象，政府可以引导相关行业面向人工智能开放专业的学习数据，创业者可

以将研发力度向专业化人工智能方向倾斜，企业应致力于打造一个能够促进人工智能研发、应用和不断

创新的环境，吸引各方人才和资源参与其中，共同提升人工智能在行业内的专业化程度，更好地服务于

组织和员工。 
第二，提高组织内部人工智能水平，重视人机互动关系的融合发展。人工智能引入组织中本质上是

对生产关系的重塑，许多企业仅仅将人工智能作为数据处理工具进行使用，并未意识到其对于迭代互动

关系的颠覆，也有部分企业由于缺乏对人工智能引入后的培养，使得人工智能在组织中的融合受限。因

此，在明确人工智能对于组织的战略性帮助下，企业应对自身使用人工智能的能力作出充分评估，使机

器与员工相互适配，同时，也要加强对于员工技术学习能力的培育，带动组织内部与人工智能更好更快

地融合。 
第三，员工多措并举提升人机协作程度和能力。在组织引入人工智能后，员工如何使用人工智能以

提升创造力至关重要。一是员工需要认识到人工智能的本质，加强与机器的互动配合，发挥人工智能的

优势辅助决策；二是在利用人工智能的数据处理优势完成繁杂工作的同时，要不断加深个体信息深度加

工的过程，面对海量数据和冗余信息时，关注到人工智能所提供的有价值的信息；三是提高自身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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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程度，提升对于个体的自我感知，主动积极地参与到信息阐述过程中去，对于创造力提升有很大的

帮助。 

5.4.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的测量量表采用的都是自陈量表，这有可能会影响相关变量的准确测量，为了能够更加全面

客观地评估这些变量，未来可以考虑引入他评的方法，提供更加全面准确的数据来源。此外，由于中国

的组织情境和文化背景与西方国家存在差异，为了能够更加准确地测量中国组织中相关变量的影响，未

来研究应着力于开发更具有代表性、适用于中国情境的成熟量表。未来也可以从更多元的理论和视角对

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例如关注个体目标清晰度的影响，或关注组织中的其他情境因素，也可以从其他路

径来探索人工智能使用对员工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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